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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中国社会环境，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基于归因理论实证探

讨了消费者对企业伪善行为产生惩罚意愿的心理机制及其伪善感知的影响因素。 研究创

新地将自变量企业伪善行为划分为公共性企业伪善行为和技术性企业伪善行为，发现不

同伪善行为均导致消费者产生强烈惩罚意愿，相较于公共性伪善行为，针对技术性伪善行

为的消费者惩罚意愿更高。 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伪善感知起到了中介作用，针对技术性

伪善行为比针对公共性伪善行为的伪善感知程度更高；而伪善行为曝光方式则起到了调

节作用，相较于主动曝光，消费者对被动曝光的企业伪善行为感知程度更高。 研究结论补

充了现有 ＣＳＲ 伪善研究中关于不同企业伪善行为结果变量和过程机制的相关探讨，对企

业正确且有效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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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事件缘于 ２０１８ 年，该公司旗下产品可比克薯片举办了非遗文化公益捐款。 经调查，该活动公布的公益性合作单位并不

存在，且公司在活动截止日后仍继续宣传。 最终，达利集团表示由于供应商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包装印刷出现失误，并提供了其向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赠 １０ 万元的收据证明，但关于活动实际收入与捐款数额是否匹配、为何不按时终止活动等问题仍存在争议。
　 ②２００９ 年，相关媒体指出，农夫山泉实际捐赠额度与广告承诺额度不符，直指公司“假捐”。 为此，农夫山泉公司多次公开

声明，解释误会，并向人民法院提起名誉权诉讼。 可是，与农夫山泉的极力澄清相对应的却是网友纷纷指责其“伪善” “假仁假

义”，个别网友甚至撰写长文以表达其受欺骗后的“失望”甚至“憎恶”的情绪。 东方财富网调查显示，当时，有高达 ８６􀆰 ９％网友果

断表示不会再购买其产品。
　 ③２０１３ 年，消费者投诉农夫山泉瓶装水中有不明黑色悬浮物，后经调查发现，农夫山泉水源地之一的丹江口水库已被生活

垃圾污染，而企业生产标准采用的是地方标准，放宽了对部分有害物质的含量要求，允许霉菌存在。 此事件使农夫山泉宣传的“保
护水源地水质安全”的承诺和“健康天然水”的定位成为笑柄。

一、 引　 言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因涉嫌“发布虚假广告”（诈捐），江苏省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达利集团开具

了 ３６７３ 万元的巨额罚单。 但事后，消费者似乎并未对其品牌产生负面评价或产品抵制行为①。 而

与之截然相反的例子是曾因“一分钱”公益活动受到关注的农夫山泉在 ２００９ 年爆发的“诈捐门”②

和 ２０１３ 年陷入的“标准门”事件③，引起了媒体和消费者的口诛笔伐，公司甚至一度退出北京市场，
品牌口碑与产品销量一落千丈。 开篇案例引发思考：尽管企业社会责任行为（ＣＳＲ）都存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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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为什么消费者的感知和评价却不尽相同？ 为什么有的企业“毫发无损”，有的企业即使费力

解释，消费者依然“不买账”，继而对其产生负面口碑及行为（Ｆａｓｓｉｎ 和 Ｂｕｅｌｅｎｓ，２０１１） ［１］？
实际上，前述案例并非个案。 比如，热衷慈善事业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光标始终陷于“伪善”及“暴力慈善”的争议中；在汶川地震中因捐赠数额过少或援助行为滞后而被

列入“国际铁公鸡黑名单”的许多跨国公司的产品就遭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抵制，网友认为它们“平
时满口仁义道德，重灾面前却毫无善心，伪善至极”。 这些案例表明，当顾客开始质疑 ＣＳＲ 目的时，
企业积极塑造正面形象的努力可能“付之东流”，进而“弄巧成拙”（Ｓｋａｒｍｅａｓ 和 Ｌｅｏｎｉｄｏｕ，２０１３） ［２］。
这极大地挫伤了企业实施 ＣＳＲ 的积极性，降低了公众对企业的信任。 企业社会责任“怎么做”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
梳理过往 ＣＳＲ 的研究发现，虽然许多学者都关注了 ＣＳＲ 的实施问题，但却并未考虑活动的最

终效果（Ｗａｇｎｅｒ 等，２００９［３］；Ｆａｓｓｉｎ 和 Ｂｕｅｌｅｎｓ，２０１１［１］）。 实际上，公众对 ＣＳＲ 实践存在诸多批评和

质疑，倾向于认为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是利己主义驱动（Ｍｏｈｒ 和Ｗｅｂｂ，２００５） ［４］。 尽管企业对外宣传

自己为 ＣＳＲ 活动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实际效果和作用却大打折扣（Ｄｏａｎｅ，２００５） ［５］。 企业在执行

ＣＳＲ 行动时只会按自身需求，或适合企业的方式而不一定是适合利益相关者的方式进行（Ｃａｒｒｏｌｌ，
１９９５） ［６］。

那么，为什么企业做了善事却得不到“好报”？ 为什么消费者对社会责任的感知与企业预期的

不一致？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首先明确一个与上述现象相关的学术概念———“企业伪善”，
是指企业在 ＣＳＲ 实施中出现了其“宣称的 ＣＳＲ 理念和实际行为不一致” 的现象（Ｗａｇｎｅｒ 等，
２００９［３］；Ｍａｒｎｂｕｒｇ，２００１［７］；Ｖａａｒａ，２００３［８］），即企业实际行为违背了其社会责任承诺或宣传，“言行

不一”是其最显著的表象（Ｆａｓｓｉｎ 和 Ｂｕｅｌｅｎｓ，２０１１） ［１］。 “企业伪善”源自于道德伪善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从社会学、心理学、战略管理及组织行为学等不同视角探讨了其概念及动因等前置变量。
Ｗａｇｎｅｒ 等（２００９） ［３］创新性地从市场营销视角出发，提出了消费者伪善感知概念，认为这已成为一

种影响消费者 ＣＳＲ 信念和对企业态度的关键心理变量。 但是，他们并未进一步探讨消费者伪善感

知的形成机制以及 ＣＳＲ 行为“如何做”才能规避伪善风险等关键性问题。
综上，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出发，学术界与企业界对以下问题仍缺乏探究：不同伪善行为会带

来什么样的结果？ 伪善行为导致消费者惩罚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企业能否采取有效手段缓解这些

负面影响？ 因此，本文立足中国社会情境，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试图探讨企业伪善行为对消费

者惩罚的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 这不仅丰富了 ＣＳＲ 的相关理论研究，也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

业如何规避伪善危机，营造诚信经营环境，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提供了实践指导。

二、 文献综述

１． ＣＳＲ 中企业伪善行为的概念及分类

伪善原指在舞台上扮演角色（倪良康，２００６） ［９］。 早先，由社会心理学者（ Ｓｈｋｌａｒ，１９８４［１０］；
Ｂａｔｓｏｎ 等，２００６［１１］）提出了个人道德伪善的问题，意指个体并非出于真实行善动机而产生行善行为

或“善的”结果的过程，认为它是伪善者有“善行”而无“善心”的一种形态（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和 Ｓｈ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６［１２］；Ｌａｍｍｅｒｓ 等，２０１０［１３］）。 “企业伪善”是指企业的“真我”与其宣扬的“自我”产生了“不一

致”（Ｗａｇｎｅｒ 等，２００９） ［３］。 Ｄｏａｎｅ（２００５） ［５］指出，在对公众的 ＣＳＲ 承诺中，部分企业宣称自己是一

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公民”，但其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切实执行相应的承诺或承诺与行

为产生了偏差。 部分企业只是通过良好的 ＣＳＲ 声誉以图经济利益（Ｖｅｎ，２００８） ［１４］。 因此，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８） ［１５］提出了建立企业声誉的二元因素———宣传和行为。 在这个基础上，Ｆａｓｓｉｎ 和 Ｂｕｅｌｅｎｓ
（２０１１） ［１］提出，企业宣传的 ＣＳＲ 承诺与行为执行之间的差异程度，即“言”“行”不一的程度是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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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Ｒ 活动是“真心实意”还是“虚与委蛇”的关键指标。 他们按此标准将 ＣＳＲ 行为划分为七类，其
中，企业伪善行为类型包含了“虚伪型”“权谋型”“机会主义型”和“有限理性型”四种。

近二十年来，企业 ＣＳＲ 实践常常受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质疑和批评，企业为 ＣＳＲ 费尽心血却

常常“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适得其反”，背负“骂名”。 因此，ＣＳＲ“如何做”成为理论及实践界

关注的热点话题（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和 Ｔｉ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０） ［１６］。
２．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对消费者的影响

部分学者在研究 ＣＳＲ 实施效果时发现了消费者对 ＣＳＲ 的“漠视”，认为这种“漠视”现象可能

源于消费者对企业伪善行为的厌恶（Ｓｍｉｔｈ 和 Ｓｔｏｄｇｈｉｌｌ，１９９４［１７］；Ｓｅｎ 和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０１［１８］；Ｘｉｅ
等，２０１５［１９］），这是最终形成其企业态度（Ｂｒｏｗｎ 和 Ｄａｃｉｎ，１９９７） ［２０］ 及购买行为（Ｍｏｈｒ 和 Ｗｅｂｂ，
２００５） ［４］的关键心理机制。 因此，近年来，营销学者们基于消费者视角展开了企业 ＣＳＲ 伪善研究，
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问题：（１）结果变量。 Ｗａｇｎｅｒ 等（２００９） ［３］提出了消费者伪善感知概念，指消费者感

知到企业的负面“真我”有别于其宣扬的“自我”（樊帅等，２０１４［２１］；王静一和王海忠，２０１４［２２］ ）。 显然，
企业做善事得“好报”的关键因素是消费者对 ＣＳＲ 行为实施效果的感知，这种感知会影响消费者对

ＣＳＲ 的信念。 但目前只有少部分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 等，２００４） ［２３］，尤其是实证研究

寥寥无几（Ｍａａｋ，２００８［２４］； Ｇｏｄｆｒｅｙ，２００５［２５］； Ｓｏｎｅｎｓｈｅｉｎ，２００５［２６］ ）。 （２）前置动因。 第一类是基于

归因理论进行的研究，从内外在控制点、是否稳定和是否可控这三个方面对事物出现的原因进行剖

析（Ｗｅｉｎｅｒ， １９８６［２７］； Ｄｅａｎ， ２００３［２８］ ）。 归 因 会 对 消 费 者 态 度、 行 为 产 生 显 著 影 响 （ Ｓｅｎ 和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０１） ［１８］。 消费者对企业 ＣＳＲ 行为负面归因（如认为企业是利己表现或有阴谋的举

动）时，会产生伪善感知（Ｔｉｎｇ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１６［２９］；牟宇鹏等，２０１２［３０］；樊帅和田志龙，２０１７［３１］）。 第二

类是从沟通角度解读（Ｆａｓｓｉｎ 和 Ｂｕｅｌｅｎｓ，２０１１） ［１］。 在 ＣＳＲ 活动执行过程中，消费者主要通过企业

自我宣传、第三方媒体报道等方式来获取相关信息。 但是，沟通渠道、呈现方式、企业与第三方媒体

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读（Ｄｕｎｂａｒ 和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２００６） ［３２］都可能成为影响消费者感知与评价的重要变

量。 若沟通不当，即使企业真心履行了 ＣＳＲ 承诺，消费者仍可能形伪善感知（Ｓｏｎｅｎｓｈｅｉｎ，２００５［２６］；
Ｗａｇｎｅｒ 等，２００９［３］）。 （３）影响情境。 企业伪善行为的曝光往往会使企业陷入公关危机，其中，企
业的公关反应速度、媒体态度、公众参与度等都对企业危机程度具有重要影响（周杨，２０１８） ［３３］。 企

业在伪善行为出现后采取的应对策略不同，结果往往也不一样。 危机出现后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并

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反而可能是最好的选择（Ｏｒｌｉｔｚｋｙ，２０１１［３４］；樊帅和田志龙，２０１７［３５］）。
以上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但学者并没有关注消费者对企业伪善的感知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以及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形成路径，也没有提出改善消费者伪善感知的方法或策略（Ｗａｇｎｅｒ 等，
２００９［３］；Ｆａｓｓｉｎ 和 Ｂｕｅｌｅｎｓ，２０１１［１］）。 关于不同类型企业伪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差异等关键问

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３．消费者惩罚意愿

企业伪善属于非常典型的负面事件（王晓玉和晁钢令，２００９） ［３６］，消费者伪善感知会影响其对

企业及产品的信念和态度（Ｗａｇｎｅｒ 等，２００９［３］；汪志刚等，２０１８［３７］），进而对那些感知伪善的企业做

出惩罚（Ｂｅｃｋｅｒ 等，２００５［３８］；Ｓｅｎ 和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０１［１８］），阻碍企业通过 ＣＳＲ 行为获得最大化利益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和 Ｓｅｎ，２００４） ［３９］。 消费者惩罚意愿指的是消费者对企业实施某些因素的刺激，借此

达到对企业的行为控制以使其行为更加规范，包括负面口碑、抱怨和抵制三个维度 （Ｘｉｅ 等，
２０１５） ［１９］。 当消费者感知到企业伪善时，会产生报复的欲望，也就是想要和企业扯平或者使企业更

正其错误行为的倾向；此外，消费者还会产生回避欲望（庞隽等，２０１４） ［４０］，也就是通过消极回避企

业的产品和服务避免未来遭受损失和伤害的风险（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等，２００３） ［４１］。 因此，本文基于前人

研究，把消费者惩罚意愿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正向惩罚意愿，即报复，指消费者通过熟人、朋友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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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等各种途径对企业及产品进行主动的负面口碑传播及抵制行为；第二类是负向惩罚意愿，即回

避，指消费者对于企业产品或品牌的自发抵触情绪与行为（如忽视、逃避、拒绝购买等） （Ｌｅｉ 等，
２００８） ［４２］。

三、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１．企业伪善行为类型对消费者惩罚意愿的影响

根据社会失范理论的观点，企业伪善行为是一种社会失范现象。 企业为了达成自己的既定目

标，采取了与社会制度规范不一致的手段，这种方式虽然可能并不违法，但却是不道德的。 而通过

对失范行为加强社会控制，可以减少该类行为的发生（尹新瑞，２０１８） ［４３］。 对于企业而言，消费者就

是最重要的相关利益群体之一，消费者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抵制就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制裁与控制，
通过群体的不赞成态度到群体的完全拒绝等对失范（伪善）企业进行惩罚，以使企业行为更加规范

（陶建钟，２０１６） ［４４］。
Ｇｉｂｅｒｔ 和 Ｍａｌｏｎｅ（１９９５） ［４５］的心理学研究证实，相对于了解他人做了什么，人们更关注他人行

为背后的动机。 根据 ＰＫＭ 模型，消费者会主动搜集信息并不断内化，直至对企业背后的动机做出

归因（Ｆｏｒｄ 等，１９９０） ［４６］，进而显著影响消费者后续的态度与行为。 当消费者接收到企业言行不一

致的伪善信息时，他们也会从归因角度去找寻企业伪善行为出现的原因，而这种归因的结果会进一

步影响到其认知、情绪和行为（樊帅和田志龙，２０１７） ［３５］。 因此，可建立一个适当的框架来研究企业

出现伪善行为时消费者对企业做出惩罚意愿的心理机制（Ｆｏｌｋｅｓ 和 Ｋａｍｉｎｓ，１９９９） ［４７］，即消费者通

过现有的知识帮助自己理解和分析企业伪善行为（Ｋｅｌｌｅｙ 和 Ｍｉｃｈｅｌａ，１９８０［４８］；Ｌａｎｇｅ 和 Ｗａｓｈｂｕｒｎ，
２０１２［４９］），并根据行为的初衷归因于利己和利他两个原始动机（Ｆｏｒｅｈａｎｄ 和 Ｇｒｉｅｒ，２００３［５０］；Ｄｅａｎ，
２００３［２８］）。 一般来说，消费者认为企业利己动机是消极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个人主义和机会主

义；而利他动机则要积极得多，因为它们显示出对社会贡献的诚意（Ｂｅｃｋｅｒ 等，２００５） ［３８］。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８４［５１］；Ｗｈｅｅｌｅｒ 和 Ｓｉｌｌａｎｐａａ，１９９７［５２］ ）可以把企业利益相关

者划分为两大类：一是首要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经营及盈利息息相关，企业与这些利益相关者开展

ＣＳＲ 活动，从归因视角来看，更可能被消费者看作是企业自身的一种利己行为 （ Ｇｏｄｆｒｅｙ 等，
２００９） ［５３］，因此，也被称作技术性 ＣＳＲ。 二是次要利益相关者，这类人群是不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行

为产生影响的不相干群体。 从归因的视角来看，企业与次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ＣＳＲ 行为更可能被

消费者看作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自愿性自我牺牲行为，也即主动利他行为，被称为公共性 ＣＳＲ
（Ｍａｔｔｉｎｇｌｙ 和 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６） ［５４］。 本文沿用这种分类方法，将 ＣＳＲ 中出现的企业伪善行为划分为技

术性企业伪善行为和公共性企业伪善行为。 技术性企业伪善行为是与首要利益相关者相关，企业

在具有商业逐利行为的经营活动（自利性）出现了言行不一的结果（如农夫山泉、陈光标等）。 公共

性企业伪善行为与次要利益相关者相关，企业在主动利他的经营活动中（利他性）出现了言行不一

的情况（如达利、汶川地震捐款企业等）。 相比利他动机驱动下的公共性 ＣＳＲ，在利己动机驱动下的技

术性 ＣＳＲ 出现“言行不一”时，消费者感知的企业道德偏离程度更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推荐意愿

都会降低，导致更强烈的消费者惩罚意愿，回避和报复意愿都会增强。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类型影响消费者惩罚意愿，技术性伪善比公共性伪善会导致更高的消

费者回避意愿。
Ｈ１ｂ：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类型影响消费者惩罚意愿，技术性伪善比公共性伪善会导致更高的消

费者报复意愿。
２．消费者伪善感知的中介作用

在 ＣＳＲ 研究领域，消费者感知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经常被用于解释某种行为对消费者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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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中间机制。 例如，王新刚和李祖兰（２０１５） ［５５］基于品牌来源国调节作用，验证了从认知角度，消
费者感知可以作为 ＣＳＲ 行为偏离与企业品牌形象之间的中介变量。

（１）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与消费者伪善感知。 樊帅和田志龙（２０１７） ［３１］ 实证分析了在中国情境

下，面对不一致的 ＣＳＲ 信息，消费者伪善感知的心理机制。 王波（２０１２） ［５６］ 基于不一致性理论，分
析了影响消费者伪善感知的要素：一是 ＣＳＲ 行为和企业自身能力匹配程度的高低；二是企业履行

ＣＳＲ 承诺的快慢，三是 ＣＳＲ 行为和企业本身业务的匹配程度。 技术性企业伪善和公共性企业伪善

都是 ＣＳＲ 行为中出现言行不一致的情况，这种不一致的 ＣＳＲ 信息会让消费者质疑其背后的动机，
导致消费者的伪善感知。 基于上述归因理论的分析，技术性伪善是利己倾向的，而公共性伪善是利

他倾向的，因此，在道德偏离程度上，技术性伪善比公共性伪善的道德偏离程度更高，技术性伪善比

公共性伪善会导致更高程度的消费者伪善感知。
（２）消费者伪善感知与消费者惩罚意愿。 消费者伪善感知会影响其对企业及产品的信念和态

度（Ｗａｎｇｅｒ 等，２００９） ［３］，事实上，消费者会惩罚那些在 ＣＳＲ 行为中感知伪善的企业 （ Ｓｅｎ 和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２００１） ［１８］，从而影响企业通过 ＣＳＲ 行为获得最大化利益 （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和 Ｓｅｎ，
２００４） ［３９］。 汪志刚等（２０１８） ［３７］的研究证明，伪善感知负向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态度，伪善感知正

向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负面口碑、抱怨和抵制等负面行为。 以往的理论研究也指出，消费者伪善感

知会降低消费者对企业及其产品的购买意愿（王静一和王海忠，２０１４） ［２２］，即消费者会对伪善企业

产生回避倾向。 消费者伪善感知也会使消费者产生负面的口碑传播，即消费者会对伪善企业产生

报复倾向。 由此，推断消费者感知伪善程度会进一步影响到消费者的惩罚意愿。 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Ｈ２ａ：消费者伪善感知在技术性伪善和公共性伪善对消费者回避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

作用。
Ｈ２ｂ：消费者伪善感知在技术性伪善和公共性伪善对消费者报复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

作用。
３．曝光方式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沟通策略包含了对外的企业社会责任宣传，而在企业伪善成因研究中，沟通策略是重

要因素之一（Ｄｕｎｂａｒ 和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２００６） ［３２］ 。 完整的 ＣＳＲ 包括两个部分：行为的实施，即事项的匹

配度、持续时间、不一致程度、响应时间等；行为的宣传，即宣传强度、宣传主动性、曝光方式等。
这些信息的不一致性即被认为是企业的伪善行为（Ｆａｓｓｉｎ 和 Ｂｕｅｌｅｎｓ，２０１１） ［１］ 。 因此，ＣＳＲ 行为宣

传的强度和主动性显著影响消费者形成伪善感知的心理过程 （牟宇鹏等，２０１２［３０］；樊帅等，
２０１４［２１］）。 在 ＣＳＲ 实践中发现，企业努力履行 ＣＳＲ 行为与社会失范行为长期共存且经常产生冲

突，因此，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成为近年来 ＣＳＲ 领域的新课题（Ｍｕｒｐｈｙ 和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ｍｉｌｃｈ，２０１３） ［５７］。
根据合法性理论，企业出现社会失范行为，会对企业声誉和地位造成不良影响（Ｋａｒｐｏｆｆ 和 Ｌｏｔｔ，
１９９３） ［５８］，企业有动机采取相应行动来修复自身形象（Ｓｕｃｈｍａｎ，１９９５） ［５９］。 企业进行自愿披露是违

规行为发生后的一种补救方式，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企业对 ＣＳＲ 行为的重视和努力（车笑竹和苏勇，
２０１８） ［６０］。

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曝光的方式包括：通过社会电视、广播、媒体报道等外部形式进行的“被曝

光”和通过企业内部公关、公示等内部形式进行的“自曝”。 在以往关于企业正面社会责任信息的

研究中，企业从事一项积极的社会责任活动，如果是由企业自身进行大肆宣扬，消费者会认为企业

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过于强烈，其利己动机过于明显，因此，质疑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动机，更多感

知企业是伪善的；而如果企业从事 ＣＳＲ 行为的信息是由社会媒体等第三方机构进行传播的，消费

者会认为其可信度更高，对企业的印象和评价更好（鞠芳辉等，２０１４） ［６１］。 然而，在出现负面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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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企业主动发现并承认在 ＣＳＲ 活动中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言行不一”，消费者更倾向于把

其看作是一个勇于承担和值得信赖的对象，相信能自主认识到自身行为失误的企业会进行积极地

自查和反省，从而缓冲部分对企业的伪善感知。 因此，本文从企业伪善的成因———沟通策略以及行

为宣传的角度出发，选取了曝光方式作为调节变量，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相对于被动曝光，对于主动曝光的企业伪善行为，消费者伪善感知更低。

四、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１．预实验

本实验参考 Ｇｒéｇｏｉｒｅ（２００９） ［６２］、陈祉妍等（２００６） ［６３］及庞隽等（２０１４） ［４０］学者的成熟量表，结合

本文的背景和研究内容进行适当引用和修改形成问卷。 为了提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在正式实验

之前，本文先进行小样本的预测试，检验消费者惩罚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预实验采取线下小范围发

放问卷的方式，共有来自武汉高校的 ８６ 名大学生参加了研究，其中 ４３ 名被分入了技术性伪善组，
４３ 名被分入公共性伪善组。 参与者在阅读完操控材料后被要求填写了相关测项的问卷，问卷采用

７ 级量表制，从 １ ～ ７ 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所有参与者都回答了有关消费者惩罚

意愿测项的问题。 预实验样本中，女性占 ５４􀆰 ６５％ ，较为均衡；年龄主要集中在 ２０ ～ ２５ 岁，占总数

的 ７６􀆰 ７４％ ，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占总数的 ６２􀆰 ７９％ 。
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预实验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回避意愿和报复意愿两个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值分别为 ０􀆰 ９５４、０􀆰 ９１０，均大于 ０􀆰 ８，回避意愿四个测项的 ＣＩＴＣ 值分别是 ０􀆰 ９３６、
０􀆰 ９４９、０􀆰 ９４３、０􀆰 ９２８，报复意愿五个测项的 ＣＩＴＣ 值分别是 ０􀆰 ９０９、０􀆰 ８９８、０􀆰 ８８６、０􀆰 ８７１、０􀆰 ８８４，各个

题项的 ＣＩＴＣ 值均大于 ０􀆰 ５，这说明预实验采用量表的整体信度很好，符合研究要求。 同时，利用

ＳＰＳＳ 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旋转来分析问卷结构效度。 测量题项检测结果中，ＫＭＯ 值

０􀆰 ８４２ ＞ ０􀆰 ７，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实验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测模型中各变量的题项是

否合理。 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最大方差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２．实验一：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对消费者惩罚意愿的影响

（１）实验目的与过程。 实验一的目的在于验证假设 Ｈ１。 本实验从区分变量维度开始，对实验

进行 ２（企业伪善行为：技术性 ／公共性） × ２（消费者惩罚意愿：回避 ／报复）的组间因子设计。 在实

验操控材料的设计上，为避免现实品牌可能对消费者造成的选择判断干扰，本实验使用虚拟的 ＡＭ
公司①。 同时，为了控制企业自身市场要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将 ＡＭ 公司设定为处于市场平

均水平。 实验步骤包括：第一步，向所有实验组提供相同的实验背景材料，即 ＡＭ 公司的业务范围、
经营理念和负面新闻等，建议阅读时长 １ ～ ２ 分钟；第二步，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一组 １００ 人，一组

１３１ 人，阅读不同企业伪善行为的操控材料，被试阅读 ３ ～ ５ 分钟。 其中，企业伪善行为分为技术性

伪善组（ＡＭ 公司开展自身业务相关的行为时，不能达到其之前承诺的服务水平）和公共性伪善组

（ＡＭ 公司开展志愿服务型公益活动时，其行为不能达到之前承诺的水平）。 阅读结束后，让被试回

答有关消费者惩罚意愿以及人口统计信息的问卷并回收。
研究对象为对 ＣＳＲ 有一定关注和了解的群体，他们社会责任意识较高，平时会经常浏览企业

新闻资讯，具有强烈自主意识，更可能形成对企业的负面感知和惩罚意愿。 数据收集方式分线上和

线下两种，线上主要在问卷星平台寻找合适群体；线下以武汉高校学生为主。 本实验共收集 ２３１ 份

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 １７６ 份，有效率达 ７６􀆰 ２％ 。 从样本性别看，男性比例为

４０􀆰 ３％ 。 从年龄上看，涵盖各年龄段，但样本主要集中在 ２０ ～ ２５ 岁和 ２６ ～ ３０ 岁两个年龄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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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体的 ８９􀆰 ６％ 。 从最高学历上来看，主要集中在本科及以上水平，占总体样本的 ８５％以上，学历

背景能让其清晰了解题目意思，也能保证答题的准确和真实性。 从月收入水平上看，样本多集中在

１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元，属于中等水平，符合本实验的要求。
（２）问卷关键变量测量。 对于消费者惩罚的测量，陈祉妍等（２００６） ［６３］ 在西方学者开发的宽恕

量表基础上，设计出了更加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简表（人际侵犯动机量表，ＴＲＩＭ －１２），该量表主要

包含了两个因素：回避和报复。 Ｇｒéｇｏｉｒｅ（２００９） ［６２］提出了“斗争—回避”模型，其中，报复是斗争的

核心，主要是消费者的主动行为，表现在消费者对企业施加惩罚，回避则是被动行为，消费者逃避与

企业产生关联（庞隽等，２０１４） ［４０］。 本文借鉴以上学者的量表测项设计，对消费者惩罚从回避和报

复这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其中，回避欲望设计四个题项，报复欲望设计五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７ 级量

表进行测量，测项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测项组成

变量 编号 测项设计 量表来源

回避意愿

Ａ１ 我会尽量与 ＡＭ 公司保持距离

Ａ２ 我假装 ＡＭ 的产品和服务不存在，不在我身边

Ａ３ 我会避免购买 ＡＭ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Ａ４ 我想和 ＡＭ 公司断绝联系

Ｇｒéｇｏｉｒｅ（２００９） ［６２］ 、
陈祉妍等（２００６） ［６３］ 、
庞隽等（２０１４） ［４０］

报复意愿

Ｒ１ 我想采取行动让 ＡＭ 公司陷入困境

Ｒ２ 我想以某种方式惩罚 ＡＭ 公司

Ｒ３ 我想给 ＡＭ 公司及其品牌制造麻烦

Ｒ４ 我想报复 ＡＭ 公司及其品牌

Ｒ５ 我希望 ＡＭ 公司得到应有的惩罚

Ｇｒéｇｏｉｒｅ（２００９） ［６２］ 、
庞隽等（２０１４） ［４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为了排除因个人特质问题影响实验结果，在背景资料部分，本文收集了被试的性别、年龄、收入

水平和教育程度，以保证实验的随机性和科学性。
（３）信效度分析。 本实验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 １７６ 份有效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 如前所述，预实

验阶段数据显示，各个量表的信度检验结果良好，因此，在正式实验中保留了原有问卷测项。 正式

样本问卷中，回避意愿和报复意愿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分别是 ０􀆰 ９４７、０􀆰 ９１８，这表明，针对该实验设计

的测项内部一致性较好，量表信度较高，符合研究要求。
本实验问卷参考了成熟量表，结合本文研究背景和内容进行了适当引用和修改，确保问卷具有

较高的内容效度。 在结构效度方面，所有变量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６３、０􀆰 ８５５，均大于 ０􀆰 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球

形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０００，说明整个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

析方法，并运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明确固定因子个数与模型中的变量一一对应，
且每个测项的因子载荷系数都 ＞ ０􀆰 ５，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检验通过。 在收敛效度方

面，各维度的组合效度 ＣＲ 为 ０􀆰 ９５１、０􀆰 ９２９，均大于 ０􀆰 ６，平均提取方差 ＡＶＥ 分别是 ０􀆰 ８２９、０􀆰 ７２２，均
大于 ０􀆰 ５，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通过检验。

（４）假设检验。 对收集的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进行验证，结果如表 ２ 所示。 从表 ２ 可以看

出，消费者在技术性伪善情况下的回避意愿（Ｍ技术性 ＝ ５􀆰 ７１，ＳＤ ＝ ０􀆰 ６４）要显著高于（ ｔ ＝ ８􀆰 ３２０，Ｐ ＜
０􀆰 ０１）公共性伪善的回避意愿（Ｍ公共性 ＝ ４􀆰 ８３，ＳＤ ＝ ０􀆰 ７６），消费者在技术性伪善情况下的报复意愿

（Ｍ技术性 ＝ ５􀆰 ８１，ＳＤ ＝ ０􀆰 ５２） 也显著高于（ ｔ ＝ １３􀆰 ０２０，Ｐ ＜ ０􀆰 ０１） 公共性伪善情况下的报复意愿

（Ｍ公共性 ＝ ４􀆰 ７９，ＳＤ ＝ ０􀆰 ５２），实验变量的操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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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操控检验分析表

变量 维度 Ｎ 值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ｔ 值 显著性

回避意愿
技术性 ８８ ５􀆰 ７１ 􀆰 ６３５７ 􀆰 ０６７８

公共性 ８８ ４􀆰 ８３ 􀆰 ７５８６ 􀆰 ０８０９
８􀆰 ３２０ 􀆰 ０００

报复意愿
技术性 ８８ ５􀆰 ８１ 􀆰 ５２２９ 􀆰 ０５５７

公共性 ８８ ４􀆰 ７９ 􀆰 ５２１５ 􀆰 ０５５６
１３􀆰 ０２０ 􀆰 ００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１，针对实验数据运用 ＳＰＳＳ 分析软件对回避意愿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方差

齐次性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显著性水平 Ｐ ＝ ０􀆰 １１７ ＞ ０􀆰 ０５，说明方差是齐的，检验通过，可以进行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
表 ３ 方差齐性检验（回避意愿）

方差齐性统计量 自由度 １ 自由度 ２ 显著性

２􀆰 ４７７ １ １７４ 􀆰 １１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回避意愿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中，Ｐ ＝ ０􀆰 ０００，说明组间存在明显差异，即技

术性伪善和公共性伪善对消费者回避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表 ４ 单因素方差分析（回避意愿）

组别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组方差值 显著性

组间 ３３􀆰 ９０７ １ ３３􀆰 ９０７ ６９􀆰 ２２９ 􀆰 ０００

组内 ８５􀆰 ２２１ １７４ 􀆰 ４９０

总数 １１９􀆰 １２７ １７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同理，对消费者报复意愿进行方差齐次性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中，消费者报复意愿的

显著性 Ｐ ＝ ０􀆰 ８０３ ＞ ０􀆰 ０５，说明方差是齐的，检验通过，可以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 ５ 方差齐性检验（报复意愿）

方差齐性统计量 自由度 １ 自由度 ２ 显著性

􀆰 ０６２ １ １７４ 􀆰 ８０３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报复意愿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中，Ｐ ＝ ０􀆰 ０００，说明技术性伪善和公共性伪善

对消费者报复意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表 ６ 单因素方差分析（报复意愿）

组别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组方差值 显著性

组间 ４６􀆰 ２２７ １ ４６􀆰 ２２７ １６９􀆰 ５０９ 􀆰 ０００

组内 ４７􀆰 ４５２ １７４ 􀆰 ２７３

总数 ９３􀆰 ６８０ １７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综上，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
３．实验二：伪善感知的中介效应

（１）实验设计。 实验一验证了不同类型企业伪善行为对消费者惩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而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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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验证。 实验二则是在实验一的基础上，检验消费者伪善感知作为

中介机制的合理性。
实验二的实验材料为虚拟 ＸＱ 公司①，实验设计与方法均与与实验一一致。 实验二在控制实

验背景相同的情况下，对技术性伪善和公共性伪善进行了有区别的描述。 同时，为了控制企业自身

市场要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将 ＸＱ 公司设定为处于市场平均水平。
实验二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在线调查收集，在研究者的朋友圈以滚雪球方式逐渐扩散。 最终，共

收集到 ２１４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 ８５􀆰 ６％ 。 男性样本有 ９３ 人，占比 ４３􀆰 ５％ ；年龄主要集中在

２０ ～ ３０ 岁；在职业构成上，被调查者职业覆盖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等，样本来源比较广

泛，遍布各行各业。
实验步骤是：首先，对企业伪善事件进行情景设计，被试阅读 ＸＱ 公司的虚拟背景资料，了解背

景企业的业务范围及经营理念等，建议阅读时长 １ ～ ２ 分钟；然后，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一组 １２６
人，一组 １２４ 人，阅读不同企业伪善行为的操控材料，被试阅读 ３ ～ ５ 分钟。 其中，企业伪善行为分

为：技术性伪善组（ＸＱ 公司开展自身业务相关的行为时，不能达到其之前承诺的服务水平）和公共

性伪善组（ＸＱ 公司开展志愿服务型公益活动时，其行为不能达到之前承诺的水平）。 阅读结束后，
让被试回答有关伪善感知和消费者惩罚意愿的问卷。 另外，问卷还收集了被试的性别、年龄、收入

水平、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信息。
（２）关键变量的测量。 消费者伪善感知测量借鉴了 Ｗａｎｇｅｒ 等（２００９） ［３］的研究成果，采用李克

特 ７ 级量表，１ ～ ７ 分别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具体内容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消费者伪善感知测项设计

变量 编号 测项设计 量表来源

消费者

伪善感知

Ｓ１ ＸＱ 公司的行为很虚假

Ｓ２ ＸＱ 公司的行为和之前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Ｓ３ ＸＱ 公司没有做到之前承诺

Ｗａｎｇｅｒ 等（２００９） ［３］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对于消费者惩罚意愿的测量与实验一中测项设计相同。
（３）信效度分析。 对本实验筛选后的 ２１４ 份有效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从结果来看，伪善感

知、回避意愿和报复意愿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分别为 ０􀆰 ９３２、０􀆰 ８９３、０􀆰 ９２９，均高于 ０􀆰 ８，量表通过了信

度检验。 伪善感知、回避意愿和报复意愿的 ＫＭＯ 值分别是 ０􀆰 ７４２、０􀆰 ７１９、０􀆰 ８０７，均大于 ０􀆰 ７，各变量

的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０００，适合进行下一步因子分析。 量表组合信度及平均方差变异抽取量判别结果表

明，伪善感知、回避意愿和报复意愿的 ＣＲ 值为 ０􀆰 ９１０、０􀆰 ９１７、０􀆰 ９５２，均大于 ０􀆰 ６，ＡＶＥ 值分别是 ０􀆰 ７７３、
０􀆰 ７３４、０􀆰 ７９９，均大于 ０􀆰 ５，三个测量量表都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因此，量表的效度较好。

（４）假设检验。 首先进行操控性检验。 采用 ＳＰＳＳ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

明，消费者在技术性伪善情况下的回避意愿（Ｍ技术性 ＝ ５􀆰 ５６，ＳＤ ＝ ０􀆰 ７２）要显著高于（ ｔ ＝ ７􀆰 ０８５，Ｐ ＜
０􀆰 ０１）公共性伪善的回避意愿（Ｍ公共性 ＝ ４􀆰 ８３，ＳＤ ＝ ０􀆰 ７９），消费者在技术性伪善情况下的报复意愿

（Ｍ技术性 ＝ ５􀆰 ３２，ＳＤ ＝ ０􀆰 ８５） 也显著高于 （ ｔ ＝ ６􀆰 ４１１， Ｐ ＜ ０􀆰 ０１） 公共性伪善情况下的报复意愿

（Ｍ公共性 ＝ ４􀆰 ６２，ＳＤ ＝ ０􀆰 ７５），实验变量的操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然后，检验消费者伪善感知在企业伪善行为类型对消费者惩罚意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本文

的中介效应检验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的方法来进行。 根据陈瑞等（２０１３） ［６４］ 提出的相关判别原则，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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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效应的区间不包含 ０ 值，那么，中介效应是存在的，若是间接效应的区间内包含 ０ 值，那么，中
介效应是不存在的。

按照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操作流程，样本量选取 ５０００，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下，检验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在间接

效应区间，回避意愿 Ｂｏｏｔ 检验的下置信限（ＬＬＣＩ） ＝ －０􀆰 ６３９，上置信限（ＵＬＣＩ） ＝ － ０􀆰 ２９１，区间内不包

含 ０ 值，中介效应是存在的，说明消费者伪善感知在企业伪善行为与消费者回避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

用，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 Ｈ２ａ。 同样地，在间接效应区间内，报复意愿 Ｂｏｏｔ 检验的下置信限（ＬＬＣＩ） ＝
－０􀆰 ６９６，上置信限（ＵＬＣＩ） ＝ －０􀆰 ２５０，区间内也不包含 ０ 值，中介效应存在，说明消费者伪善感知在企

业伪善行为与消费者报复意愿之间也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 Ｈ２ｂ。 由此可以证明，消费

者伪善感知在企业伪善行为类型和消费者惩罚意愿中起中介作用，假设 Ｈ２ 得以验证。
表 ８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测量效应 变量 中介效应 标准误差 下置信限 上置信限

间接效应
回避意愿 － 􀆰 ４５１ 􀆰 ０８８ － 􀆰 ６３９ － 􀆰 ２９１

报复意愿 － 􀆰 ４５５ 􀆰 １１３ － 􀆰 ６９６ － 􀆰 ２５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实验三：曝光方式的调节作用

（１）实验设计。 为了检验曝光方式的调节作用，本文进行了实验三的相关设计。 实验三在实

验二的基础上进行，加入了调节变量———企业伪善行为的曝光方式，采用 ２（企业伪善行为：技术性

ｖｓ 公共性） × ２（企业曝光方式：主动 ｖｓ 被动）的组间实验设计，通过让被试填写网络问卷进行实

验。 首先，对企业伪善事件进行情景设计，向目标被试提供相同的虚拟企业 ＸＱ 公司的背景资料，
了解 ＸＱ 公司的业务范围及经营理念等，建议阅读时长 １ ～ ２ 分钟；然后，将被试随机分为 ４ 个实

验组（技术性伪善 × 被动曝光组、技术性伪善 × 主动曝光组、公共性伪善 × 被动曝光组和公共性

伪善 × 主动曝光组），四组分别为 ６０ 人、６６ 人、７０ 人和 ５４ 人，发放不同企业伪善行为类型（企业

伪善行为是技术性伪善还是公共性伪善）和不同曝光方式（主动还是被动）的操纵材料，被试阅

读 ３ ～ ５ 分钟。 最后，请完成以上信息阅读的所有被试填写关于消费者伪善感知、惩罚意愿以及

人口统计信息的问卷并回收。 实验三使用的关键变量测量量表与实验二相同。 为了收集数据的

便利，实验三与实验二使用了同一份问卷及样本数据。
（２）信效度分析。 在实验二中已对问卷样本情况及信效度进行过描述与检验，在实验三中对

问卷不再重复进行检验。
（３）假设检验。 在操控性检验上，根据企业伪善行为类型是技术性伪善还是公共性伪善进行

分组，并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对不同组别的伪善感知进行差异分析，数据证实，自变量企业伪善

行为类型对消费者的企业伪善感知具有显著影响（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５）。
采用组间方差分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按照企业伪善行为类型与企业伪善信息曝光方式进行

交叉分组，计算不同组别之间伪善感知的平均值，并对同一类型伪善行为不同曝光方式下的伪善感

知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 ９ 所示：
表 ９ 企业伪善感知分组统计

组别 Ｎ 值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显著性

技术性 × 被动 ４９ ６􀆰 ０１ 􀆰 ７３１ 􀆰 ０１４
技术性 × 主动 ５２ ５􀆰 ５２ 􀆰 ６３５ 􀆰 ０８８

􀆰 ００１

公共性 × 被动 ５８ ４􀆰 ９８ 􀆰 ７４１ 􀆰 ０９７
公共性 × 主动 ５５ ４􀆰 ６３ 􀆰 ７９３ 􀆰 １０７

􀆰 ０１８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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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统计结果显示，当出现技术性伪善行为时，企业采取被动曝光方式相较于主动曝光方式，
消费者的企业伪善感知更高（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５），这说明，企业曝光方式对于技术性伪善行为的消

费者伪善感知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出现公共性伪善行为时，企业采取被动曝光方式相较于主动

曝光方式，消费者的企业伪善感知也更高（Ｐ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５），这说明，企业曝光方式对于公共性伪

善行为的消费者伪善感知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因此，曝光方式在企业伪善行为类型和企业伪善

感知之间起调节作用，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五、 结论与讨论

１．研究结论

（１）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将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类型划分为技术性伪善和公共性伪善，验
证了不同伪善行为对消费者惩罚意愿的影响。 其中，相比公共性伪善行为，技术性伪善会导致更高

的惩罚意愿。 对于后者，消费者将其归因于自利行为，当他们感知到企业的“言行不一”时，愤怒的

情绪会影响其采取更为主动的报复行为，惩罚的程度更大。 基于社会失范理论的观点，企业“言行

不一”行为是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偏离，因此，在实施 ＣＳＲ 行为时，企业应尽量避免可能引起消费者

关注的“言行不一”，特别是当 ＣＳＲ 行为与企业核心业务密切相关时。
（２）本文的研究证实了消费者对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的惩罚意愿是通过消费者伪善感知中

介的。 企业伪善行为类型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伪善感知，技术性伪善比公共性伪善的道德

偏离程度更高，社会失范情节更加严重，因此，消费者对于技术性伪善行为比对于公共性伪善

行为的伪善感知程度更高。 而消费者对企业伪善的感知程度越高，消费者的惩罚意愿越强烈。
过往关于企业伪善的研究聚焦于其行为及动因的探讨（Ｗａｇｎｅｒ 等，２００９［３］ ；樊帅等，２０１４［２１］ ），
实际上，明确何种行为会带来更强的伪善感知可以帮助企业进一步探究如何在 ＣＳＲ 实践中缓

冲、规避消费者的伪善感知，降低其负面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企业来说更具现实指导意

义。
（３）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企业 ＣＳＲ 伪善行为的信息曝光方式能有效调节消费者对不同伪善

行为的感知程度。 在技术性伪善情况下，相较于企业对伪善信息的主动曝光，消费者对于被动

曝光的企业伪善感知程度更高；相应地，当企业伪善行为类型是公共性时，相较于企业对伪善

信息主动曝光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于被动曝光的企业伪善感知程度更高。 从消费者伪善感知的

均值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技术性伪善 × 被动 ＞ 技术性伪善 × 主动 ＞ 公共性 × 被动 ＞ 公共

性 × 主动。 在当今商业环境中，企业更应关心如何减小甚至消除自身伪善表现所产生的负面影

响以及如何影响媒体报道。 基于框架理论，企业通过改变信息沟通方式来塑造消费者对企业伪

善表现的有利认知，让消费者既接受企业的 ＣＳＲ 负面消息又做出有利于企业的判断，对企业来

说至关重要。
２．管理启示

（１）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处理好外部关系。 在惩罚的理论研究中，唐剑等（２０１１） ［６５］ 从治理角

度出发，提出建立消费者惩罚的理论机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依靠企业内部进行规范和管理，即柔

性的自律机制；二要依靠企业外部力量，即刚性的他律机制。 相应的社会控制手段也分为内在控制

与外在控制。 其中，外在控制包括非正式的社会制裁和正式的社会制裁。 前者主要来自于消费群

体的反应，例如，群体的不赞成态度和对企业产品的拒绝和抵制。 作为企业经营活动中最重要的利

益相关者之一，消费者的意见应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 企业一旦出现伪善行为，会导致消费者报复

性和回避性的惩罚意愿，对企业经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企业在进行相关 ＣＳＲ 实践活动时，要
综合评估自身践诺能力，谨慎承诺。 一旦承诺，须信守诺言，尽量避免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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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引发消费者的伪善感知和惩罚意愿。 企业应当加强舆情监控，及时发现并处理来自消费者群体

的负面情况反馈，采取补救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化和严重化。 后者是通过负有专门责任的社会机构

实现的。 企业应当与媒体、监管机构等部门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合作关系，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

监督，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力争在第一时间掌握行业动态与要闻，及时进行企业内、外部的

自我检查，防患于未然。
（２）加强内部建设，形成制度规范。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失范行为日益增多，很多企业出

现失范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并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没有相应的体系和制度

对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引。 这就导致在 ＣＳＲ 实践中可能出现违背企业初衷的行为或效果大打折扣

的现象，即企业伪善行为。 因此，应加强企业内部建设，形成制度规范，从源头上减少企业伪善行为

的产生。 这也是从内化的角度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 企业管理层应当构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
包括相应的奖惩体系，例如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欺上瞒下等行为进行严惩，对组织和个人可能出

现的社会失范行为加以约束，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３）重视舆论环境，加强风险监控。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可控的

因素，如受限于企业经验、企业能力、人力资源、财务支持等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导致“言行不一”的
伪善行为出现。 企业要主动进行自我检查和反省，积极跟进自身的 ＣＳＲ 项目，及早发现问题，及早

向社会公众进行情况说明，积极获取社会公众的谅解。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无论企业是技术性

伪善，还是公共性伪善，在企业伪善信息相同的前提下，相比被媒体等第三方机构曝光，企业主动公

布自身问题会让消费者对企业的伪善感知更低，消费者的惩罚意愿更低。 因此，企业不能等问题扩

大化后，被媒体等第三方机构被动进行曝光，而应当在伪善行为发生时，采取主动曝光的方式，主动

公开问题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３．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由于研究时间、实验条件还有个人水平限制，本文仍有瑕疵和纰漏，具体看来，包括：（１）自变

量的分类可能存在更多角度；（２）没有考虑除了曝光方式外的其他调节因素，消费者感知过程是复

杂的，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伪善感知的调节因素还有很多；（３）常规研究问题，如样本的局限性、实验

中虚拟企业操纵的局限性及问卷收集本身的局限性等。 未来可进一步探究：（１）对企业伪善行为

类型的其他划分；（２）对其他调节变量的探讨，例如企业践诺程度高低、企业声誉、消费者与企业关

系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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